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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作为中国独特修辞符号与

言说方式的“意象”

“言意之辩”一直是传播学人孜孜不倦探讨的

根本问题与终极问题，即人类如何及能否通过所

有可能的言说方式实现意义的有效传达，进而实

现不同主体在社会化过程、社会交往场域中的真

正对话与和谐关系建构，最终实现个体的“安身立

命”。彼得斯察觉到言语的“有限”而高呼“交流的

无奈”，中国同时也有“言不尽意”（《周易》）“不可

言传”（《庄子·天道》）“文不逮意”（陆机《文赋》）的

“无奈”情绪，可以说，在审思人类交流传播实践

时，中西学人皆意识到言语无法真正揭示事物的

妙理、通达人类的本心。既然语言无力，那如何解

决“言说”所存在的交流局限？中国先贤提出了其

独特的传播智慧——“设象以尽意”，亦如朱熹在

意象中国：
作为华夏文明传播符号的“意象”及其传播模式

谢清果 韦俊全

【摘 要】中国自古便有“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传情、表意的符码编制取向，五千

年文明传承发展中形塑的“意象”亦成为中国独特的文明标识体系与言说系统，其流转、

传播于民族文艺创作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内隐着民族的独特认知图式与精神气质标

识，亦成为国家传播自我声音与形象的着力点。“意象”作为“象”与“意”的结合，融通着表

层传播修辞与深层传播思想，既表征为具象化的文明媒介物，亦嵌透着中国的独特文明

价值观念，已然成为中国文明在千年演进与传播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因而，探赜“意

象”在华夏文明传播中的实践方式与内在机制，建构起“意象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对

观照华夏文明传播实践，推进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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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本刊开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笔谈”栏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

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约请专家学者，探讨如何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实现“七个着力”重大要

求，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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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本义》中所言“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

深”。①可以说，以“象”示意的传播方式甚至展现出

比“言说”更大的传播效力。

作为中国“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便

将焦点集中在如何通过“设象”“立象”等符号生产

行为来完成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所面对的对天言

说、对地言说、对人言说的交流需求。其系统地展

现了中国人以象言说、以象喻理的传播思想，即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

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②《周易》

对“象”的推崇也深深影响、形塑着中国人的“尚

象”思维。

从符号生产行为来看，“意象”本质便是通过

对物质进行媒介化生产以成视觉化的象符，并在

象符中进行主体情感与意志的隐喻，进而弥合

“言”与“意”之间的某种区隔。从人体的发生机制

来看，“意象”即为“人在观察或接触客观事物后，

根据感觉来源传递的表象信息，在思维空间中形

成的有关事物的心理印象，是人对事物表象信息

抽象概括后得到的理性形象”。③从文化活动来看，

意象是主体的“意”与客体的“象”构成的一个复合

型范畴，是虚与实、情与物的妙合。比如郑板桥笔

下之“竹”，便是经由客观的“竹”物象进化到媒介

化的“竹”意象符码，并在“竹”意象的生产中附着

主体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藉由“竹”的意象传

播来传达郑板桥“坚贞自守”的君子情怀。在中华

文明发展过程中，“意象”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媒

介符码，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夫象者，

出意者……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④进一步

揭示了“象”与“意”的内在关联与“意象”生成的问

题，即“象”是由意而生，也是传意、解意的媒介倚

借。总的来说，“意象”是主体通过将自我意志投射

到客观物象的编码过程所编制而成的、内含着主

体认知图式与情感记忆的符码，有着深刻的传播

学色彩。

关于“意象”的符码生成、编制与传播机制，

《诗经》将意象的生成机制归结为“赋-比-兴”。

“赋-比-兴”将传播主体之性灵、意志与媒介物进

行融合，进而在“心物相合”中实现主体信息与情

感的交融。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提出

《诗经》中的“意象”生成是对《周易》中“立象尽意”

的内在肌理与生成逻辑的凝练演绎，他指出“‘赋’

‘比’‘兴’这组范畴则涉及诗歌艺术中，‘意’和‘象’

之间以何种方式互相引发，并互相结合成统一的

审美意象，而这种审美意象又以何方式感发读者，

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审美意象产生的方式与结构

的特点”。⑤南朝文论家刘勰将“意象”生成机制的

深层动因指向主体之情志并将之称为“神用象

通”，在他看来，无论是直接以生活媒介呈现的诸

“象”，还是书写在文艺作品中的各类“象”，它们都

附着了创作或传播主体之“神”，召唤起观看客体

之“神”，进而成为一个具有灵动生命力、具有丰富

情感力的“意象”。

中国的“意象”可以说与西方的“符号”互为表

注，传者通过编码“意象”来进行纪事与言说，而受

众也通过“意象”的解码来实现“意会”与“共情”。

西方习惯用“符号”指代一切信息，体现着西方崇

尚的科学理性调性，但“意象”生成于中华文明土

壤，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以情感取向、德性取向的文

明，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所以在中华民族的符号

生成与传播实践中，皆习惯将一切“象”符号镀上

主体之“意”，体现出“象为意言”“万物皆有情”的

取向。因而，“意象”便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文化传

播、思想传播的重要符号。而“意象传播”简而言

之便是传播者从自我认知图式与生命图景出发，

以“意象”为媒介符号，以其编码与解码为传播结

构，以调和内外、共筑认同为传播旨归所进行的一

系列传播实践，以及由此建构起的一整套为共同

体所感知、所意会的传播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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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⑥，“意象”作为历史记忆与文化

认同的媒介载体，其背后的意象图式亦内化为全

民族的认知图式，成为探讨中国传播思想、言说方

式与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所在，其在推动中国文

化建设与繁荣，文化传承与传播，践行与完成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上，无疑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

践价值。

二、象物寓情：华夏意象传播之本体论

“意象”是中华民族言说与华夏文明传播的重

要方式，或以“黄河”的自然意象来传达中华民族

兼容并包、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质，或以“中国红”的

颜色意象来象征中华民族的热情活力、斗志昂扬，

“意象”的生成与传播皆在应和、内构、深化着中国

“主意象而轻说理”的言说取向。正如刘勰在《文心

雕龙·时序》中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序”⑦，文明之意象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生活与

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对风物的媒介化用与情感

加持，不断跨越时空，吸纳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与情感，反映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成境遇与精神

气质，构成中华民族言说的符号体系与传播方式。

因而，“意象传播”的本体建构呈现着“以象类物”

的基础“象”隐喻传播建制，“以情绘象”的中层

“意”情感传播建制以及“以境统象”的顶层“意象”

传播体系建制。

（一）以象类物：从客观物象到象征符码的“意

象”与隐喻传播

探究“象”字之成型历程（图1），可见其字形

呈现出从自然之“象”到“象征”之象的演变过程。

“象”之形义肇始于作为动物的“象”，随后衍化出

“形状、形貌”等状像、类像之义。中国人对“象”的

媒介化思考，体现为将客体物象与主体身体、心灵

进行结合。刘勰提到“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⑧，

其中便强调“物”是主体身体与意志之延伸，“意

象”不能脱离“物”而存在，《庄子·达生》中更是直

接称凡是貌象的，无一不指向“物”。可见，“意象”

生成以自然物象为基础，但从主体间性理论的视

角来看，凡物，都是有情之物，是可以实现信息交

流与情感交流之媒介。因而当“物象”本身呈现着

交流、言说的媒介意味，它就不再仅仅只是静态的

现象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进行意义生产、传播实践

的媒介符码，从物象真正地成为“意象”之“象”，并

进而从可言说之媒介深入到认知传播的领域。

从“意象”之媒介符码到真正的“意象”传播行

为需要发生机制，这个发生机制便是隐喻传播，隐

喻传播体现着中国人的“化像”思维，即通过动词

“像”将客体的“象”转化成物我合一的“象”。“像”

的字形是“人”与“象”的组合，即通过“像”的行为，

使客观的“象”内嵌着主体的意志、思考。《周易·系

辞下》里提到“象也者，像也”，可以说作为言说动

作的“象”直接指向“像”，以一种“以象类物”的隐

喻和化像的方式来建构阐释力。隐喻与化像的过

图1 象之字形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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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主体之“意”参与，是一种物象基础之上的

主体心理建构活动，其不仅只是追求一种对客观

物象的摹状与形似，而是对主体情感、心灵的更深

入地象化表现与传播。因而“以象类物”的隐喻传

播过程也成为“意象”本体建构的基础，使之得以

脱胎于客观事物，进入到主体意识领域，成为一个

具有象征意义、可以不断被传播与再生产的符码。

《老子》第二十一章中提到“道之为物，惟恍惟

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⑨

从中也可看出，老子强调“象”与“物”的联结，指出

通过“象”“物”来表达物背后所隐藏的“道”。《庄

子》中“蝶”“鲲鹏”等物象无一不饱含着恣意的想

象与诗意的意趣，庄子将自身悟道隐喻于意象符

码中并经由意象的建构来传播，使得这些基础的

“类物”之象成为“言情”“明道”之象，进入到物我

交融、情动其中的情感传播层面。在中华文明意象

的形构与传播过程中，隐喻传播产生着重要作用。

以“长城”意象为例，长城始建于秦，“长城”本身是

国家军事防御的重要标志，但修筑长城的过程极

为艰苦，对于民生更是极大摧残，因而隐喻着时人

对秦暴政的控诉，更有“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

郁筑长城”之说。到了隋朝，“长城”便成为象征边

塞、战场的媒介景观意象，有“千乘万骑动，饮马长

城窟”。再到唐朝，“长城”意象内涵进一步扩容，成

为将士建功立业、思乡之苦的情感隐喻符码，如

“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撩乱边愁听

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等。在二十世纪，“长城”意

象成为中华民族顽强抗战、不屈不挠的精神隐喻，

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凡此，可以看出在意象传播的本

体层面，其从客观之物象到有“意”之“象”体现、接

合着隐喻传播的特征，在“隐喻”的加持下，物象得

以成为具有情感力的象征符码，进而得以实现传

播与流动。

（二）以情绘象：从主客并行到主客交融的“意

象”与情感传播

传播主体对物象进行隐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

其情感意识的言说、传播。而“象”得以脱胎于“物”

成为“意象”，也是因为主体“意”的加持。在意象创

作与传播过程中，呈现主客相合、主客共鸣的情感

传播形态。《庄子》中有“乘物游心”之说，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中也提出“神与物游”，这些论断

都阐明着主体之情志与客观之物象是同在的、相

伴相生的。不难看出，意象传播在情感传播层面上

呈现着中国传统思想中物质是人身体与心灵的媒

介延伸之理念，“物沿耳目”更是提出了“物”是人

之耳目，是人心灵与情感的投射，而这些与后来麦

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提“媒介和技术是人体

和心灵（psyche）的延伸”⑩可以说是相辉映的，中

国“神与物游”“物沿耳目”的媒介延伸思想甚至更

早于麦克卢汉。

在意象的本体建构过程中，通过情感的流动

与物象符码的交换，“物象”真正得以成为“意象”，

成为体现主体在场的、内含着传播意义的媒介符

号。意象的生成过程本身亦是一个媒介物质性的

呈现或者物质媒介化生成的过程，是“物”（物质性

实存）与“心”“神”（主体情感意志）的相互作用。中

国人之“尚象”不仅只是表层的“制象”，还注重深

层次的情感编码，即以主体之意志来赋予“象”以

“趣灵”，从而使得“意象”呈现出别样的传播力。作

为一种情感化的非言语传播符号，“意象”正因有

“意”的加持，在传播过程中得以产生更深层的情

感传播效果，比如从国家到地方各省市县都频繁

使用的“母亲河”意象，便深刻地体现意象本体在

形构时的情感传播特质，“母亲河”将河流物象人

物化、情感化，以母亲类比河流，生动精妙地表达

出地方与国家对其生命河流的感恩之情，对其所

孕育的文明的珍重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意象”之本体生成不仅仅是

主体情志与物象客体存在于同一时空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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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真正生成必须通过主客体“情感交融”才

得以实现。骆宾王便有“情蓄于中，事符则感；形潜

于内，迹应斯通。”（《上吏部裴侍郎书》，《全唐文》

卷一九七）其中的“情蓄于中”便体现着“主客相

融”“心物交感”的深层共情机制。换言之，从“神与

物游”到“情蓄于中”是一种从“心与心”到“心连

心”的情感传播深化与跃升。同时，“意象”是一种

主客体、物我交融的情感符号生成，其中之“意”即

是以主体情志去观照天下万物之志，即《周易·系

辞下》所说的“通天下之志”。主体从自身主观体验

出发，在天地万象的俯仰观察中，表现为对天地生

命传播的思考、对人伦社会之思考，即“仰则观象

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I1简而言之，意象是主体制象表意、以象传情

的产物，意象本体生成过程便是主体情志、性灵与

客观物象交融的过程，体现着情感传播的形态。

（三）境生象外：从符码集合到意义空间的“意

境”与意象传播域

意象本体与本体之间往往存在彼此联结的形

态，在具体意象传播过程中亦往往不是单一意象

发生作用，而是多个意象之间协同完成着完整意

义体系。同时，意象本体的生长与传播也需要一定

的传播场域与传播空间，因而这便涉及“意境”的

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中，意象的生成与意

义的传播也必然需要依托于意境之媒介域。同时，

“意境”还是意象的集合形态。“境”不仅是“意象”

赖以编译的语境，也是意象符码的集合。进一步

说，如果说“意象”是符码，那么“意境”就是伴随其

意义建构与传播过程的意义“空间”。换言之，“意

境”的存在是主导意象之间，或者主导意象与潜在

意象之间进行关系联动、意义勾连所产生的，而

“意境”的出现也同时为意象的解码、传播提供了

丰富的阐释与流动空间。与此同时，“意境”的生成

依然贯彻着“心物相交”的间性传播的理念。中国

意象理论中“意境”之“境”，最初化用于佛教之

“境”。佛教常用“境”之话语来表达个体生命与周

围世界互动之状态。“意境”不仅统合着物象集群

的图景，更内化主体的认知图式，映射着主体之生

命认知与审美认知层次，这便是“境界”，诚如叶嘉

莹所说“所谓‘境界’实在乃是专以意识活动中之

感受经验为主的。所以当一切现象中之客体未经

过吾人之感受经验而予以再现时，都并不得称之

为‘境界’。”�I2同时，这亦使得“意境”之“境”不仅仅

是单纯的媒介空间，而成为一种主体言说之风格

与内在之价值的思想传播空间，正如宗白华在《中

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提出“象是境相”的论断，以

及童庆炳提出的“意境的始基在先秦道家‘体道’

境界”。�I3此外，“意境”虽统合着“意象”，但有时亦

超越“意象”符码集合，呈现出超绝意象之外的更

深层之意义，即“境生象外”。

中国人之言说往往是居于“天地宇宙”场域的

言说，这也使得中国言说中所呈现的一切“辞”与

“象”皆呈现出对于“境”和“境界”的追求，而“意

境”也呈现为“意象”生产与传播的媒介域，并作为

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气质、审美感受与文明记忆的

空间装置。比如，在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中所呈现的思乡、漂泊的意境，便是由“枯藤”“老

树”“昏鸦”“古道”“瘦马”等一系列意象组合、建构

而成，可以说，其“意境”是这一类“凄苦”意象的集

合，在意象之间的对话、联结中营造出一种独特的

意象传播空间。

概而言之，“意境”是“意象”符码的集合形态，

是其集群意义的体系化呈现，“意象”较“意境”更

实化，“意境”的边界性更弱，弥漫性更强，而“意

境”与“意象”的关系亦展现为虚与实、无限与有限

的关系。同时，“意境”也蕴含着中国人从“个体心

境”到“天地之境”的媒介域思考，即超越个体之生

命意象，达到“俯仰天地”的崇高观照，使得个体身

体言行制衡于天地之下，精神之境却超然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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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只有立足具体的意象体系以及其依存的文

化语境才能深入了解意象及其联动发生机制，才

能真正理解意象符号与文明发展、社会现实之间

的深层关系。任何“意象”都无法脱离其“意境”而

存在，“意境”宛如“意象”的生长土壤，也限定了意

象流动与传播的具体空间与意义边界，作为“体系

化”的意象，意境也同样是各种意象诠释框架的公

约数。

三、立象尽意：华夏意象传播之结构论

意象之本体生成呈现着以“隐喻”编制意象之

“象”符码，以“情感”建构意象之“意”内涵，以“意

境”之媒介域整合着意象的特性，即意象本体呈现

着以象言志、“意”“象”相合的隐喻言说特征，并在

“意”的情感传播中展现“意象”的情感本位，最后

在意象与意象的共生传播中建构起“意境”之传播

空间与意义网络。“意象”本体建构是意象传播的

起点，而在“意象”的具体传播过程中，也渗透着不

同主体之间、主客之间“编码-解码”的传受一体

之传播形态，传者与受者在意象传播中共时性存

在，一同建构着意象传播的整体系统。以“意象”作

为传播的“元信息”与中心符码，经由传者的“意

象”编码与受者的“意象”解码，不同主体间得以通

过“意象”的传播达成信息传递、情感传播与意义

传达之传播效果，在传者编象与受者解象中实现

“立象尽意”，并形塑其意象传播之整体结构。

（一）法邻比兴：意象符号的编码机制与传者

传播结构

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到的“诗也者，

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I4，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性的传播意识亦渗透在中国

五千年之传播思想与传播行为中。“意象”作为隐

含着中华民族情感记忆、审美取向的修辞符码，

其编码过程也体现着民族的诗性表达取向。在中

国诗性的传播形态中，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I5，可以说是其标识化、体系化

的呈现。从传播学视野去阐述：“兴”即为主体如

何编制传播符码；“观”为受者经由符码的解码进

而观照到社会风貌与主体情感；“群”则是将“兴”

与“观”所建构的“传-受”扩大至大众传播、社会

传播的范畴，使得人民通过诗之意象进行群体间

的情感交流与思想认同；“怨”则呈现着传播批判

学的色彩，是经由诗之传播来对社会之不公进行

批判。在“兴观群怨”的中国传播结构中，“兴”作

为其首要元素，也成为传者建构诗之意象所用的

主要方式。在“兴”之外，传统诗学之“意象”建构

还包括“赋”“比”的建制方法。从“意象”本身的

意义系统来看，其也充分对应着传统的“兴观群

怨”的言说进路，“意象”不仅可以引发传受双方

的联想，即“兴”；还可以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凝

结，因而也可以通过“意象”观照到不同时代的社

会境况与风俗盛衰，即“观”；同时，“意象”还可

以成为主体之间进行言说、沟通的媒介桥梁，也

是群体共同体意识实现的重要符码，即“群”；此

外，传播主体还可以通过“意象”表达对社会现实

的思考与评判。譬如前文所提过的“长城”意象，

“长城”可以引发传受双方的家国想象与战争想

象（兴），也能观照到历朝历代的战争情况与生存

情况（观），同时“长城”还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精神标识与共情符码（群），在不同时代“长城”也

承载着传播者对时代、社会的思考，从批判秦朝

暴政到奋力抗战等（怨）。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赋比兴”手法也暗

合着意象的生成逻辑与修辞特色，“赋”是意象的

梳理与罗列；“比”则体现着意象中的隐喻的修辞

取向与言说方式，是主体之“意”对客观之“物”的

创造性对照与交融；“兴”则是经由“物象”的情感

抒发，昭示着“意象”符号的最终形成以及它情感

传播的叙事追求。唐代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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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

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

兴。”�I6其不仅呈现了中国“万物皆媒”的媒介思想

胚胎，同时，“尽入比兴”更道明“比兴”乃为意象

所成之根本方法。徐复观在《中国文学精神》中也

提到“比是经过感情的反省而投射到与感情无直

接关系的事物上去，赋予此事物以作者的意识、

目的，因而可以和感情直接有关的事物相比拟。

兴是内蕴的感情，偶然被某一事物所触发，因而

某一事物便在感情的振荡中，与内蕴感情直接有

关的事物，融和在一起，亦即是与诗之主体融和

在一起”。�I7

由此可见，“比”与“兴”是相生相合的，如果说

“比”是意象的营构，需要寄托于某个事物，而“兴”

则为意象背后意义的生发机制，即需要主体感同

于物。清代李重华的《贞一斋诗说》提到“无论兴比

与赋，皆有恍然心目者”，“恍然心目”便是最终意

象传播的最终形式——藉由意象的传播唤起人的

内在认知图式，实现信息、情感与意义的传播。可

以说，“比兴”是传者主体对于意象之“象”的营构

与“意”的生发等“立象”活动的基本结构“法”和基

本编码机制。

（二）味象观道：意象符号的解码机制与受者

传播结构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到“圣人含道应物，贤

者澄怀味象。”�I8其中“含道应物”便指出了传者制

象之编码过程，即以圣人主体悟道之意来进行物

象“加工”使之成为“意象”。同时，“澄怀味象”也阐

明受者层面的“意象”解码过程，以“味象”之“味”

道明了意象传播中受者结构的精妙形态。“味”呈

现出一种非逻辑化但又颇具理性的认知解码方

式。总体来说，“味象”可以说是一种既有感性思维

又展现着理性色彩的内向传播方式。其不只是单

纯“解码”，而是强调将受者的感官充分调动，使其

如传者一般“交感于物”。同时，这也让“意象传播”

呈现出传受双方互构、同构的结构特质，而非从传

者到受者的单向传播结构，契合着意象传播的情

感本位，即通过意象传播实现传者与受者认知图

式的接合，使得受者可以观见主体附着于意象之

上的“道”，进而实现彼此共情、认同。

此外，在受者的“意象”解码过程中还有一个

先决条件，那便是“澄怀”，即主体必须有一个虚

静、澄明的心境，这也与上文所探讨的“意境”紧密

相关。因为只有实现了“澄怀”，受者才能更好地实

现“味象”，才能深入探赜嵌透在意象传播中的意

义之网。而“澄怀”也接合着《老子》之“涤除玄览”，

《庄子》中的“心斋”“坐忘”以及《荀子》的“虚一而

静”等思想，即强调受众主体之“正心修身”，使其

通过涤濯自我心境，超越物困，更好地经由主体之

内向传播、具身传播升维到对天地之道的体悟。

“意象传播”中的受者传播结构在“味象”之后

便进入到“观道”“体道”的深层意义接受层面。在

受者实现“意象”之信息与意义解码上，宗炳提出

了“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

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I9其内在意象传

播接受逻辑为先“应目”，后“味象”。而最终的意象

传播的达成便体现在“会心”“感神”与“理得”上，

即受者固有之认知图式被唤醒、调动，主体之精神

意识被触发，通过“意象”之媒介符码，把握到融结

于意象传播中的宇宙之“道”，乃至超越意象之境

与主体性灵，实现对天地实现“天-地-人”主体间

性传播，并进而完成传受双方的“尽意”。比如中国

“天宫”人造空间站中所使用的“天宫”意象便体现

着中国人对宇宙以及天的崇敬。从“味象”的层面

来看，作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以及中国信仰世界

的一个重要“意象”，“天宫”承载着中国人对空间

站的想象。同时，从“观道”的层面看，“天宫”也隐

含着中国人的深层生命传播观，“天宫”是“天-

地-人”的生命空间结构的上层，以“宫”来形容

“天”之空间，即“天”也是生命聚集的空间，内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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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秩序形态，这也同样凝结在空间站的意象

表达与传播中。

四、礼乐有道：华夏意象传播之效果论

在意象传播本体特质与传播结构探微之后，

亦需要回到一个最终问题：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

传播学的语境去探讨并建构“意象传播”，“意象传

播”其建构又所求为何？这些功用性的拷问其实也

是“意象传播”安身立命之基本要义。习近平总书

记在 2019年 9月 27日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着重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20，各民族独特丰富

的意象符码作为其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展现的支

点，亦理应成为未来文化传承发展与民族共同体

发展之重要增量。浮沉于中国历史长河的“意象”，

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言说、传播与认知宇宙之重

要智慧与独特方式。在“意”之道与“象”之言之间，

意象传播内化中华文明“中和”之传播气质，也建

构着中华文明“礼乐”之传播体制。从意象传播的

最终传播主旨来看，其不仅是在“意”与“象”之间

达成一种“中和”的互动状态，也是经由“意象传

播”进行“中和之道”的展演，与华夏内在的礼乐精

神与运行制度同向并行，从而使中华文明的基本

气质得以永续流转，使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与认同

得到形塑与强化。

（一）内外相合：意象传播的调和机制与“中

道”传播观念

“意象”本身亦是“道”与“象”之结合，亦因意

象传播内隐着不同传播主体的传播气质，勾连着

不同传播主体之认知图式，其超脱于物象之具形，

呈现出一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有”“无”相

生之态。那怎么去衡定意象传播之致效？意象传播

所求、所见之道又为何呢？其便是中华文明根本之

道——“中道”。“中”本身便为协调社会上下关系、

调适主体身心的内在之道。在“中道”之生成与发

展历程中，“中道”之“中”呈现着从地理方位到精

神方位的抽象化、意识化的转向，“中”也逐渐成为

德性之“中心”，并沉积成为中华文明内在之“中

道”。《淮南子·天文训》有“中央，土也，其帝黄帝，

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21其中便将“中”脱胎本

身物质性的土地，将其作为一种意象与皇帝之意

象相合，来进行德性传播。同时，执“中道”而行，也

成为中国历代社会进行交往、传播与治理的基本

准则，在《尚书·大禹谟》中便提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中便将“道”指向了

“中”，呈现为“‘中’是‘道’的 实质，与‘道’可互

训”�22的状态。

从意象传播的内外结构来看，其也呈现着以

“中道”来进行传播制衡的特征，即达到一种不偏

不倚的“中正”之感，保障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白居易在其《金针诗格》中以“意象”的内外之说来

论就意象的不同范畴之间的调和过程，他提到“诗

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23，并进

而提到“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强调“内意”与

“外象”的密不可分，两者在统一与和谐中达到一

种“意象浑融”的境界。元代杨载在其《诗法家数》

中也就意象的“内外相和”的效果取向进行了阐

述，他提到只有意象的“内外相合”才能实现其“妙

效”。历代名家们阐明了“意象”的调和传播机制，

即意象的构思、落定与传播，必然要经历一次完整

的“物我”组合的过程。“意象”以不同的“赋比兴”

方式组合形成其结构，但是其结构的本质亦是在

主体之“意”与客体之“物”中进行有序、协调的符

码编制。如故宫、四合院、人民大会堂等中华民族

建筑空间意象，其皆内含着中国人自古所秉持的

“居中而治”的“中道”意识以及“集群而治”的“大

一统”取向，其空间结构呈现着对称平衡、周正规

整的形态。同时，这些空间意象也成为调和、规范、

传播中华儿女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

“中道”准则与媒介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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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意象之“意”为发于“中”之情，其既

是传播主体观于物的强烈内心情感，即主体的自

我言说，也是主体交于物并且见于物的一种撒播，

其中彰显着主体情感编码过程与隐藏的客体的解

码，其虽然是一种“不悱不发”的自然流露，也是一

种在主客体符号传播互动中的“中和”实践。只有

达到意象的“内外相合”才能避免“得其意，不得其

象”（胡应麟《诗薮》）的不调和的局面，才能真正经

由意象传播来彰显传受主体所基于其生命传播图

景而生发的“中道”感受，以及其所隐含的民族群

体性“中道”气质与精神。

（二）以象寓礼：意象传播的致效达成与“礼

乐”传播体制

刘熙在《释名序》中说过“自古造化，制器立

象”，即中国的“中道”传播实践与观念也需要以

“器象”为媒，并且经由“器”之“象”实现礼乐文明

的传播与践行。在中国的意象生成与传播中呈现

出“凡象，皆礼象”的特征，而“中道”最终亦需要回

归“礼乐传播”——即礼乐制度的建制上，以更好

地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以

及人类交往与主体心理得以和谐调适。

以“器象”寓“礼”的传播实践最早可以溯源至

先秦时期。在《左传·宣公三年》中便有记载“铸鼎

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得民知神、奸……协于上

下，以承天休”。�24青铜作为一种权力身份与精神信

仰之象征，其与“象”密不可分，在《吕氏春秋·慎

势》中也有“周鼎著象”的说法。鼎之纹饰与图腾即

为“象”，而“象”即附着于“鼎”这个媒介物，其本身

也自称媒介，通过双重之媒介功能来行使权力传

播与控制，实现民心之治理，即“使得民知神、奸”。

在“铸鼎象物”的现象中还可以看出中国人通过

“制象”的形象化手段来记录与传播自己的生活与

生产智慧，并且以此来沟通天地，调和人间。正如

胡适先生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说“‘意象’是古代

圣人设想并且试图用各种活动、器物和制度来表

现的理想形式”。�25“器”在中国文化中既是一种承

载着生产生活实践、礼乐施行的物质媒介，也是一

种抽象化的制度与观念。“象”在“器”中，便成为

“器”阐明其不同社会属性与内里观念秩序的符号

手段。

“象”亦可脱离具体的“器”媒介，独立作为礼

乐传播的基本符码。王充在《论衡》中便提出了以

“意象”示“礼乐”，以“意象”之传播完成礼乐之传

播的“意象-礼乐”的传播互动思想，“礼，宗庙之

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

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

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26意象

传播同样承担着法令、刑典等礼乐传播之核心要

义，成为与“器”相和相应的制度符号表征，一种原

初的权力传播象征。在《论衡·乱龙篇》中有一段很

有趣的以“意象”示“礼乐”的阐述，其中便提到“礼

贵意象”的重要论断，同时也阐明了意象传播与礼

乐传播的内生关系，礼乐以意象为外显符码，意象

为“面子”，意象符码制动于礼乐，礼乐为“里子”，

即：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

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

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等级的射者对应着不

同“意象”，揭示出中国意象传播某些层面暗合或

者说受制于中国礼乐制度与观念。如果用“冰山”

之隐喻去说明礼乐传播与意象传播之关系，礼乐

传播是一种“水面上”的社会行为与价值观念，是

显露出来的、为人所感知的符码，是华夏意象之典

型表征与集大成者。“水面下”便是中华民族的深

层意象图式，这些图式内蓄着民族生命哲学、价值

理念与内在气质等，催生并推动着各种意象传播

实践。

从礼的成型、制定便可看出，礼是天地自然之

“象”与人道之“心”的和合成果。同时，“礼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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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传播在面向人类社会传播之外，更呈现出“法天

象地”的传播气质，表征出从人间秩序到天地运行

之整全性、整体性的传播思考。正如郭锋所提“物

象是传播媒介信息载体”�27，他认为，在中国人的天

人沟通体系中，天和人通过物象之媒介进行沟通。

可以说，华夏意象传播是以意象行礼乐、以意象传

礼乐中道，无论是文艺意象抑或其他文明意象，都

内含着礼乐之规制与精神。而在文明延续至今时，

华夏文明意象也在不断深蓄发展，并展现着永恒

的生命力。无论是串联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还是深

化民族精神气质，意象的传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

用。意象本身包含着“象”之文明叙事文本与“意”

之民族精神内核，意象背后内化着民族认知思维

的一整套“意象图式”，使得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完

整的微型文化结构，这个文化结构除了内容层面

的“叙事文本-精神内核”，也联结着主体层面的

“个体传播者-受众群体”。在意象的传播结构，不

同的受众可以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知识背景、气

质特性出发对意象本身所编码的“叙事文本-精

神内核”进行解码，而这个解码的过程亦是一种民

族共同体意识尝试“教化”的过程，在意象的视觉

与心理传播形式结合中，意象所内含的意识形态

机器很好地进入到个体的意识结构之中。诸如

“龙”之图腾意象文本便涵括着民族英勇不屈、拼

搏进取、奋发向上之民族精神，以及美好吉祥之企

盼，同时一代代“龙”的意象传播实践也形塑了华

夏人民关于“龙的传人”的身份认知与认同。在勾

连历史、重启记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知到自身

文明发展轨迹沉积的一系列精神特质，进而涵养

民族气质，唤起共同体之意识。

五、余论

意象是中国人独特的言说符号，而意象传播

也成为中国人“主情志”“通感于自然万物”的独特

言说、传播方式。意象的生成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传

播符码的内敛式想象，意象传播也暗合着中国人

“以象表意”的含蓄、委婉的传播气质。“象”为言之

延伸，亦为“意”之载体，晋代学者挚虞在其《文章

流别论》中也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

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假象尽辞，

敷陈其志”�28，皆阐明了中国“言（辞）-象-意”的言

说、传播逻辑。“意象”脱胎于具体物象媒介，实现

了媒介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合。意象传播以“意

象”为媒介在不同主体、主体与客体间建构起意蕴

丰厚且多元的传播体系，其中既有“象”作为传播

之物质符号，也在“意”的主体性灵、情志的参与中

展现出丰沛的情感传播与诗性传播色彩。可以说，

意象传播呈现着以“喻”化象、以“情”绘象并以“意

境”来统合意象集群的本体特征，同时，意象传播

呈现着以“意象”符码为媒介，沟通、联结着传受双

方的完整传播结构，在“味象”中达成一种开放性

的、统合不同主体间性的关系与意义网络，并以

“中道”为意象传播效果之调适机制与衡定标准，

以深化、推进礼乐文明精神的传播与展演为最终

旨归。

在中华文明发展与传播的千年过程中，中华

文明之“意象”星罗棋布，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

文化记忆与历史故事，表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

质，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亦是中国

言说的重要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

重要元素”�29，而这些重要元素都构结成为中华民

族的标识性意象，不管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

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抑或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30等均需要相

应的意象符码（例如“大同”意象等），来承载、实证

与传播，才能更好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秉持的

共同观念与意识说透、说开，才能更好地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及其背后价值观传承与发展下去。同

时，在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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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华夏传播学更要高扬起自身研究使命与价值：

为中国而传播。意象理论源自中国本土，是中国自

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宝贵理论资源，深刻影

响着东亚其他国家的意象理论与西方意象理论的

形成与发展。因而，立足于跨学科交叉的新文科

视野，从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

转化而产生的“意象传播”，必将成为建构中国传

播学的重要资源、砝码与增量，成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1“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32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支撑。囿于篇幅所限，

更多学思未能尽述，亦希望以此纲领式小文与学

界同仁共同探讨，共同推进华夏意象传播之思考

与建构，汇众星之火，为中国而传播，为构建本土

传播理论而立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2&ZD313）的研究成果]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韦俊全：厦

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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